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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何以持续争议
———对相关科学传播研究的系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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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nearly 400 papers retrieved from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database,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worldwide research o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leading to the public resistance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crops and food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to communicate GM crops to the public, scientists neglect the
public concerns and there is a gap betwee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has
played a limited role in forming the public attitude to GM foods，and public has a low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ll these

[摘 要] 本文依据社会科学文献索引 （SSCI） 数据库中能够检索的近 400 篇相关文献及部分中国国内研究，系统

考察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近 20 年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的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本文指出，

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忽视了公众的关切，媒体的偏见性报道及科学信息传播与媒体传播的错位，知识在塑造转

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有限作用，以及公众对体制的不信任，是造成他们无法接受转基因的主要原因。在系统梳理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我国科学传播学者在探究和解决转基因这类科学争议题材方面可以开展的

研究方向和可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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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研发

和生产不断在全球范围扩散[1] 。尽管长期以来

主流科学界与各国监管部门都认为目前经过商

业化审批的转基因品种对人体健康与环境造成

的风险并不比传统作物更大，但围绕着转基因

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有时还会因为个别事件而

突然升温[2] 。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尽管转基因的安全

性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肯定却长期被相当部分

公众拒斥呢？20 多年来，各国学者对造成转基

因争端的政治因素、传播形态以及社会心理因

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问题意识梳理这些研究，

我们会发现如今困扰中国科学传播工作者的大

部分问题，都在此前的研究中获得了相当程度

的解答。

下面，本文将根据转基因问题的产生、传

播机制、媒体报道研究、转基因与公众对体制

的信任以及各种决定公众认知的因素，对社会

科学文献索引 （SSCI） 数据库中收录的有代表

性的研究进行系统探讨。

1转基因问题的社会起源
转基因争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

随着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科学争议

的集中爆发，与科学发展造成的对社会、道德

和宗教的不断增加的影响、环境价值与技术发

展之间的张力、公众对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环

境和健康的伤害的质疑、以及西方社会对科学

家 和 以 政 府 为 主 的 公 共 机 构 （public

institutions） 的信任度下降密切相关[3] 。其他学

者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情况[4] 。

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生物技术已经成

为大众媒体辩论的一个议题，但直到 1996 年商

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得到批准，对这一问题

的争议才尖锐起来。对转基因的抗议适逢疯牛

病事件爆发动摇了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信心 [5-6]。

对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各种新科技的公众抗

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随着科技高速

发展带来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反对 [7-8]。这种情况

与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公众反抗活动大都集中

于涉及很多科技问题的环境领域是一致的 [9] 。

在欧美各国，科学议题已经成为各种鼓励民众

参与公共治理活动的主题[10]。实际上，随着中

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转基因问题在内的

环境议题也成为中国科学争议的主要领域 [11]。

公众反抗运动，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支持。例如，在转基因议题上，Jasanoff 进

一步发展了福柯有关身体政治和生命权力

（biopower） 的论述，后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

建立对公众的统治秩序的途径之一，正是通过

垄断了对民众身体、健康、疾病等的解释和处

置权 [12]。而 Jasanoff 认为，转基因技术进一步

体现了政府和技术专家体制对食品的垄断[13-14] 。

在她看来，欧洲公众最初对转基因的普遍抗议，

也包含着对美国称霸世界的反感[15]。 一个重要

的问题在于，各种社会抵制因素在欧洲已经围

绕着转基因问题而固化[16]，仅仅靠信息沟通已

经难以改变公众的观念 [17]。

反对转基因组织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反对

全球化运动者、环境主义者、公民社会组织、

有机食品种植者和零售商[18]。尽管如此， 反对

转基因的各种力量有着相当一致的传播策略，

那就是抵制政府和科学家将转基因问题当作一

个科学问题来处理，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风险

性、不确定性、伦理性的框架里来描述转基因

问题[19]。

总体而言，在美国，尽管不乏反对者，但

转基因问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社会主要争议议

题。而欧洲转基因争议则持续保持热度。文化

因素在欧美之间，甚至在欧洲各国之间人们对

转基因的态度上也有一定影响。如有学者认为，

奥地利民众反对转基因的态度最为坚决，这与

factors lead to the public rejection to GM crops and food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this paper suggests possible
research routes and approaches for Chinese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GMO and similar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Key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nstitutional trust； scientific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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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民众对创新的保守性以及该国民众对传

统农业的眷恋有很大关系 [20] 。

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方式在欧美也有很大不

同，这一点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21] 。我们

将在本文第三部分重点论述这点。此外，欧美

两地公众对科学及对政府的不同态度也与他们

对转基因的支持与否相关。在美国，正规环保

组织，不论是大自然协会 （TNC）、还是美国环

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都没有把转基

因作为主要议题，各种教会也同样缺乏兴趣讨

论转基因[22]。

本部分分析了转基因形成争议的各种社会因

素。中国尚缺乏类似研究，尽管已经有一些中国

学者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反思了转基因问题[23-24]，

但这些研究既很少探讨中国社会政治因素，也

缺乏实证证据支持。

2转基因问题对科学界带来的传播挑战
毋庸置疑，转基因科学家对转基因传播应

该发挥重要作用。但研究表明，很多科学家并没

有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受调查的与

转基因相关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公众对转基因

的抵制，是因为公众对生物知识的无知、以及他

们不切现实地要求绝对的零风险造成的 [25] 。科

学家与公众对风险的界定具有极大的不同。科

学家愿意用数量、可衡量的方式来描述风险，

而公众愿意用定性的方式来看待风险 [26] 。就转

基因问题而言，科学界的“现有证据认为转基

因无害”表述的量化基础难以转化为公众的定

性化的信任 [27]。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当转基因

领域的科学家们评估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时，

他们总是积极评价那些与自己态度一致的公众

见解，而且总是赞同那些认知性 （cognitive)的

表述，而不是情感性的表达 [28] 。这也就意味

着科学家们潜意识地将公众视为不科学、倾向

于情感性的个体，不愿意与他们进行对话。

这些研究表明，科学家们的上述行为特点，

使他们只愿意进行让公众增加知识性的交流，

无视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其他方面的关切。而多

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到远

远大于注意力容纳能力的大量信息，我们只会关

注那些与自己切实相关的信息[29]。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转基因科普信息属于那些我们从不关注的

信息，直到我们的注意力被负面报道唤醒。人类

认知系统优先处理负面信息，这早已得到了学术

界的公认 [30] 。近年来，心理生理学的实验也证

明，接受负面信息时，人体各项生理指标活跃程

度远远大于正面和中立信息[31]。

但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逻

辑与公众及媒体逻辑的差异，也是交流不畅

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近 15 年来世界主要

英文媒体对转基因问题的报道，总是围绕着

转基因事件而起伏，但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

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慢

了一拍。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

行调查，而公司需要低调以避免引火烧身，结

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兴趣已锐减，这导

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公众获知的科

学信息受限 [32] 。一项对 51 个美国农业协会和

18 个德国农民协会的网站的研究显示，这些

网站只是发布常规的转基因科普知识，很少

具有互动功能[33] 。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科学家转基因传播行

为的现有文献压倒性地来自欧洲。目前尚无已

发表的对中国科学家在争议问题上如何传播的

大样本研究。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科学

家极少参与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讨论[34] 。

3对媒体报道转基因问题的研究
如上所述，大西洋两岸人们对待转基因的

态度迥异。这在转基因争端初起时就已如此。例

如，2003 年，当时的布莱尔政府为让英国公众

能接受转基因，在英国发起了名为“转基因国

家？”的全国性大讨论，但研究发现，媒体的负

面报道让这次讨论得出了拒绝转基因的民意[35]。

研究表明，在辩论中，科学家和政府部门试图

用科技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立场，而公众和非政

府组织则拒绝这种阐述，他们认为政府、公司

和科学家们是在推动自己的既得利益 [36] 。另有

研究应用语义学手段，对英国媒体在 2003 年全

国围绕转基因辩论之后的转基因报道进行了分

析。他们发现，媒体报道转基因的关键词充满

转基因何以持续争议要对相关科学传播研究的系统综述 掖掖掖 贾鹤鹏 范敬群 / 综述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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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争、战场、侵占等词语，这可能给人们强

烈的抵制转基因的心理暗示[37]。

学者也应用框架 （framing)方法，发现媒体

报道转基因时，更加着重应用环境风险框架，

而很少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报道 [38] 。同一组

研究者的另一研究发现媒体在报道医学生物技

术时倾向于正面态度，而在报道农业生物技术

时多采用负面报道 [39]。

不仅英国如此，在比利时[40]、匈牙利[41]、立

陶宛[42]、德国[43]，媒体也在转基因报道上持负面

态度，质疑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也采纳了

支持医学生物技术而质疑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

实际上，Gutteling 等人对欧洲 12 个国家媒体

24 年间(1973-1996) 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早已发

现，媒体压倒性地支持医药用生物技术，但对

其农业应用则持负面态度[44]。当然，欧洲也不

乏在总体上支持转基因的媒体，如英国的 《泰

晤士报》，但以讲科学道理为主的报道在舆论上

难以占到上风。

就媒体报道效果而言，欧洲媒体放大了公

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研究发现，在媒体集

中报道转基因事件后，受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

识比事件前有显著提高 [45] 。 另外一项研究断

定，媒体报道调节人们对转基因的信任度，负

面报道越多，信任越少[46] 。

英国学者 Martin Bauer 则从涵化理论(Culti

vation theory)的角度研究了转基因报道的媒体效

果。所谓涵化理论，指的是媒体对受众具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媒体报道中的错误信息，会被

受众当成真实的情况。在上文的综述中，我们

发现媒体大多数正面报道医学生物技术，而普

遍对农业生物技术持负面态度。Bauer 分析了

欧洲常规民意调查 Eurobarometer 的数据后发

现，民众多数赞同医药生物技术而反对农业生

物技术，这与媒体报道对两种技术的态度差距

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47]。

那么在政府大力支持转基因的美国，媒体

报道情况如何呢？

研究发现，《纽约时报》 和 《新闻周刊》

近 30 年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在数量上非常少，但

在态度上则呈现了压倒性的正面报道，媒体对

生物技术的报道数量与重大科学发现等新闻性

事件高度相关，在事件发生后则报道量迅速下

降 [48]。

这种情况，与美国民意调查中发现的公众

对转基因的知晓度非常低有关。例如，2006 年

Pew 公众转基因认知调查显示，58%的公众不

知道超市中出售转基因食品[49] 。这并未随着时

间推移而好转。2013 年 10 月美国 Rutger 大学

进行的调研表明，54%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

知之甚少，其中 25%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转基因

食品 [50]。

当然，普通大众获取最多信息的还是电

视。研究发现，美国主要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

对转基因的报道数量稀少，总体上持正面态度，

给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等政府部门

赋予了解释转基因问题的极强权威[51] 。

美国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也与大西洋彼

岸不同。Listerman 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

媒体，发现美国媒体转基因报道中，科学与经

济框架处于支配地位，德国媒体具有一种很强

的伦理话语，而英国媒体则将转基因议题紧密

联系到公共议题中 [43] 。研究也发现，美国记者

普遍不认为转基因是一个重要议题，接受调研

的记者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转基因不存在潜在

风险，但都会以相对的眼光看待利益风险，认

为与大量应用农药和产量不足等问题相比，转

基因的收益风险要更低 [52] 。

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对公众产生了什么

影响呢？研究发现，受试者对电视新闻、科学

电视节目和娱乐性新闻的关注度都与其对农

业生物技术的支持显著相关 [53] 。另一方面，

美国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则呈现两极化对立。美

国学者 Gunther 在发展媒体敌视效果理论

（hostile media effect，指人们总认为媒体对争议

的报道偏向与自己观点相左一方） 时发现，对

于内容一致的转基因报道，受试者被告知这是

学生论文时，就认为其内容不偏颇，但如果被

告知这是媒体公开报道时，就认为其内容总是

偏袒对方[54-55] 。受试者觉得媒体报道有偏见的

原因在于，他们觉得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观点

极端对立，公开的观点都应该依照立场站队[56]。

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媒体对此的态度。

欧美以外的情况如何呢？德国学者 Sch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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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述指出，研究欧美以外媒体对科学议题的

报道的论文数量非常少 [57] 。 一项英国研究考

察了中国的两份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 与 《光

明日报》 10 年来对转基因的报道，发现没有

典型负面报道 [58]。这一研究与吕澜所揭示的

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应用的积极态

度与中国媒体很少报道转基因争议有关 [59] 。

但这两项有关中国的研究，前者很显然没有

考虑以都市报 为代表的中国媒体近年来对转

基因的质疑态度 [60] ，后者依据的样本较早

（2003 年），也没有反映中国很多公众近年来

对转基因的反对 [23-34]。 实际上， 焜黄季 等尚

未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受调查的中国消费者

中，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已经从

2002 年的 13%上升到 2012 年的 45%，接受转

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则从 2002 年的 61%降

低到 24%。钟福宁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中国

媒体对转基因的关注和负面报道自 1990 年代

末期就呈上升势头 [61] 。 在印度，媒体对转基

因的报道也以负面为主[62] 。

除了传统媒体 （含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外，

新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也是转基因传播的重要渠

道。Triunfol 和 Hines 研究了一个电子论坛上有

关转基因的传播。他们发现，尽管只有 36%被

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讨论，但电子论坛仍然能成

为人们交流转基因信息和观点的有效平台[63]。

不过，该论坛的参与者皆为科学家或食品、环

境等领域的专家，并不能充分代表公众。另一

项研究应用常用的网站质量评估工具发现，在

100 个与转基因相关的网站中，只有 1/3 的质

量超过普通标准 [64] 。

迄今为止，国际文献中还未见一篇研究转

基因议题如何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报道。范敬群等

人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们对转基因黄金大米在中

国违规进行营养学实验的反应，发现尽管在理论

上微博允许人们进行直接、相互交流，但实际上

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往往围绕着自己认可的舆

论中心自说自话，没有实现有效对话[65]。

总结本节研究媒体转基因报道的文献，我

们发现，在总体上，媒体对转基因的不同立场

与欧美公众对此技术的不同态度有相关性。但

这种相关性又并非直截了当，也受到其他因素

影响。

4知识、信任与价值对公众转基因态度的影响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

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

至关重要，例如，现代公民科学素养指标的奠

基人 Miller 就指出，知识水平与人们理性地认

识世界，从而接受科学的指导有关[66]。另一方

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

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 [67] 。生物技术推广者们认

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

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

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22，67]。 不同类

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

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 [68] 。受众风险

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

“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

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69]。另一项研究则断定，
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

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

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

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

只能很微弱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70] 。

这与 Druckman 和 Bolsen 的研究结论一致。

后者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

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 （近似于上述

研究中所说的知识） 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

和情感性信息大。价值和情感成为了筛选事实
的认知通道 [71] 。

但是，另一项研究检阅了欧盟常规民意调

查 Eurobarometer 的数据，发现公众理解科学
的水平比他们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来源以及人

们的政治态度更能解释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

程度 [72] 。

在中国，尚无研究探讨公众知识水平与他

们对转基因等潜在风险技术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但吕澜 2006 年对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

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 （是否拥有大学以上
学历） 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 （含转基因农业、

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

接受有明显相关性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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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澜所揭示的中国受众的较高教育程度与转基因

接受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体现了中国受教育程

度较高者更愿意相信科学技术。这与欧洲的情况

并不一致。在欧洲，较高的教育水平反而会带来

人们对以转基因技术改造自然行为的更多质询，

以及对相关科研机构更大的不信任[74]。

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 （institutional

trust)，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

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

构，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

部门，也包括了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

学家和企业。

经典著作 《社会信任与危机管理》 一书指

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与信心意味着他们

认可这种技术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风险管理部

门当然应该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75] 。多项

研究肯定，信任是预示人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

度的主要指标之一[7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

者的几项研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他

们接受化工厂[77]和愿意接受蓝藻污染的风险呈

很强的正相关[78]。

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

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

转基因技术而言，由于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

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

存在差距，这样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

差距的心理手段 [79] 。如果比较美国受访者与

德国受访者，我们会发现，体制性信任在美国

人接受转基因方面，比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大

得多，而在德国受访者接受转基因的因素中，

信仰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美国人[80] 。

美国人的体制性信任这一点也能从美国民意

调查机构 Pew 所作的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常

规调查中看出来。2003 年的 Pew 调查显示，

83%的美国人相信 FDA 对转基因安全所作的

结论 [81]。除了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

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在

转基因问题上，首先信任科学家、其次是政

府、再其次是产业界 [82]。在环境议题上，相

信科学家的公众往往也相信美国环保署等政

府部门 [83]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体

制性信任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的重

要性 [84-85] 。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亚人 10

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

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

显著相关[86]。中国情况也是如此。黄 焜季 等人

2003 年的城镇入户调研(论文发表于 2012 年)表

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支持度与其对政府

的信任相关，而对政府的信任则可能受到家中

是否有人下岗，是否经常停水等因素的影响 [87]。

然而，也有几项研究表明，体制性信任不是

人们愿意接受转基因的原因，而是其结果[46，88]。

换句话说，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转基因这样一个

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技术，他们就会愿意相信政

府和科学家。现在，仍然缺乏对体制性信任与

转基因接受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研究。本

文作者正在通过实验手段开展这方面工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基于民意调查的

研究在信任问题上得出了方向性相反的结论呢？

可能是因为，人们并非不信任专家及其对转基

因的解释，而是认为，即便专家们也有大量的

未知领域，风险就藏身于这些未知领域。根据

上述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当人们相信了转基

因的安全性，也就意味着这些未知领域不那么

可怕，并进而相信专家或专业机构。这与

Brossard 和 Nisbet 对纽约州居民对待转基因作

物态度的研究一致 [22] 。他们发现，对科学权威

的尊重在居民支持转基因方面发挥了核心性作

用。Brossard 和 Nisbet 一步分析，美国居民长

期以来养成的对科学权威的尊重，让他们的大

脑中形成了凡是理解技术问题，就要去寻求科

学知识的“快捷方式”。这一点其实与上述的较

高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转基因的快捷

方式这样的研究推论一致。

总结本节内容，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表明，

公众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尽

管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存在争议，但对政府和

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接受转基因与否有很强

的相关性；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

有很强的影响，但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开启

了人们进行基于证据的理性判断的认知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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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近 20 年来各

国学者对转基因舆论的各种形成因素所做的研

究。我们重点考察了社会政治因素、科学传播体

制、媒体报道影响以及知识、信任、尊重科学权

威等几个因素对公众转基因接受度方面的影响。

本文发现，转基因诞生时西方社会的政治

局势、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逻辑与公众及媒体逻

辑的差异、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人们对政

府部门与科学机构的信任与否、以及公众的价

值取向都是影响他们是否接受转基因的因素，

而大多数研究则没有显示出生物知识水平能决

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在总结本综述的主要结论之前，我们也要

指出，本文述评的大量研究依据了问卷调查的

方法，这在考察人们对转基因这一高度争议问

题上的态度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在欧洲，由

于人们对转基因问题的高度分歧，可能只有那

些持比较极端观点的人愿意接受问卷调查，导

致结论的不准确 [56，89]。此外，提问方式也会对

受访者的回答造成很大影响。例如，研究人员

发现，如果先问是否愿意接受转基因，大多数

人会选择“否”，但如果问是否愿意接受农业生

物技术，大多数人会选择“是” [90]。另外，在

揭示人们形成转基因态度的心理机制方面，问

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无法直接就因果关系做出回答。

我们认为，本文作为国内外第一项围绕着

转基因争议形成因素对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的工作，其结论具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首

先，它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社会、政治、

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理解

中国的转基因争议，也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进行

系统的研究。

其次，作为本综述中比较确定性的结论之

一，就是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

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转基因科普活

动，可能收效有限。

第三，对政府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

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于中国的转

基因决策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

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的质询，

透明性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进一步恶化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

因的支持。

第四，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

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支

持程度，这就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相关科研的

科学家，特别是权威科学家，要积极走出实验

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能转化成公众

“启动”对转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自己的

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必须承认，上述结论主要基于欧美数据，

对中国情况的说明一定存在局限。但现有研究

存在的不足也恰恰是我们深化研究的机遇。系

统研究社会因素、政府信任度、科学传播体制、

媒体报道以及知识因素对转基因争端的交互影

响，不但能丰富我们对中国相关情况的理解，

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关依据，也能深化国际学术

界对转基因传播这一热点研究领域在更加广泛

的社会环境中的认识，为科学传播的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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